逆境重生——走出低谷的温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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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商业头脑著称的温州正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2016年6月11日
在中国，欠债可是关乎人命的事。对于小电器零件生产商范乐乐来说，这段时间他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能毫无顾虑地在父亲的工厂里巡视，这是五年前的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五年前，范借钱投资失败，欠下一千万的债。借钱给他的多数是他的朋友，范担心自己可能会遭到追杀，因此连着几个月在外地躲债。最后，范的父亲筹钱还清了债款，范才得以安全回到温州，公司也算是保住了。
范的经历在温州人看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了。这座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城市拥有无数勇担风险的商人。几乎每个在温州经商的人，也可以说是每个温州人，都有一段关于2011年金融危机的血泪史。在那段时间，无论生意规模是大是小，投资人纷纷外逃躲债，一些人还因还债无望跳楼轻生。大型非法地下钱庄成片倒闭，数百家公司宣告破产。据官方保守统计，金融危机的那几年温州房价暴跌了约四分之一(具体见下表)。
近几年，温州的经济发展逐步回到正轨，房价也出现回升。2015年温州的GDP增长率超过了8%，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破8”。然而，这座城市的银行体系仍饱受不良贷款拖累，许多问题尚待解决。温州就像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热的写照，从陷入危机到走出困境，温州的发展轨迹也许可以给国内其他深陷债务泥潭的地区打一剂预防针。
一直以来，温州就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作为浙江省的港口城市，温州在地理位置上与内陆地区以山分隔，而温州话也是公认的最难懂的方言之一。深受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温州有着数量庞大的基督教信徒，因而有人称其为“东方的耶路撒冷”。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鼓励私人经商，温州是首批把握历史新机遇的城市之一，温州商人也因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和“点石成金”的致富谋略闻名全国。
温州人在亲戚朋友间筹资组成非正式的借贷团体，这些团体因信任而进一步形成关系紧密的社群。有了资金后，他们便开始建造小规模的工厂。20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已成为全国的小商品生产中心，从打火机到活门，产品种类一应俱全。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同时，他们的财富也随之增长。因此，一旦某地的房价出现疯涨，无论是海南岛的假日楼盘还是北方工业城市的煤矿房产，中国媒体总会把矛头指向温州的“炒房团”，媒体的归责不无道理。
2011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斥巨资救市，监管部门也开始控制过剩资本，全国各地小额贷款的节奏放缓，房价股价下跌。一时间，靠借贷投资股票和房地产的温州企业陷入困境，当初帮助温州人致富的信任关系网弊端尽显。据温州警方当时统计，到2011年底，至少有40家小企业主背信弃义，卷债外逃，范就是其中之一。
如今，据金融危机爆发已有五年，温州仍在努力收拾着自己的烂摊子。2012年，国务院批准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旨在引导民间资本在阳光下运作。改革方案包括建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提供借贷登记、公证、监督等服务。截至今年4月，在中心登记注册的贷款额已达320亿元——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这一数字还不到银行贷款总额的5%，说明仍有许多民间资本隐藏地下。
温州市还允许个私营企业成立贷款公司，试图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不过这些举措似乎成效甚微。一位温州商人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贷款公司，不到两年时间就不得不关停。据他的估算，在公司借出的两亿贷款中，约有五分之一已付诸东流了。他感叹道：“政府说这是一项改革举措，我觉得他们在撒谎，说到底是想用我们的钱去还国有银行的欠债。”
尽管不是人人都对改革方案感到满意，有些方面还是值得鼓励的，其中之一便是推行企业破产重组制度。一直以来该制度在中国发展缓慢(因而在公司倒闭时往往争端不断)。2007年《企业破产法》出台，新增破产重整制度，为破产企业重组提供了新的法律路径（类似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 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许多地方的企业不愿进行破产重组，当地法院也缺乏处理相关案件的经验，而温州人则率先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过去的三年里，温州的GDP贡献率不到全国的1%，而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量却占全国的10%。除此之外，温州还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法院。温州市律师协会会长周光说：“别的地方一听到‘破产’二字就巴不得避而远之，我们却尝到了它的甜头。” 
海鹤药业被称为温州“企业破产重组第一案”。该公司前身为“叶同仁堂”，创办于清康熙九年(1670年)，是浙江的一家知名中药生产企业。2011年，海鹤药业由于股东借贷炒房而出现资金链断裂，公司陷入破产重组，债权人接手公司并成功将其拍卖给了其他投资方，虽然债权人仅收回了贷款的一小部分，海鹤药业却得以继续运作。如今，该公司正计划扩大经营规模。
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逐渐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据银行方面透露，2014年初他们的不良贷款率接近5%，到去年年底已降到3.8%，尽管这一比例仍为全国平均值的两倍多，且存在保守估计的可能(银行一般不愿公开拖欠贷款)。此外，用资产转移的方式整顿银行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温州自设银行管理不良贷款，这在国内还是首例。不过就整体而言，温州还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在过去的两年，国内银行信贷质量有所提升的城市只有温州一座。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温州的民间借贷者——至少是那些还活跃在市场上的——也不得不吸取教训。颜贻潘于2009年创办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2011年他的律所摇身一变成为借贷双方的中介机构，为民间借贷提供法律服务。采访的地点定在了颜的办公室，坐在格调优雅、实木装潢的茶室里， 颜表示在经济增速放缓，公司债务问题突显的当下，透过温州的发展历程可以窥见国内其他城市的未来。颜说：“温州在金融危机中是第一个栽跟头的，同时也是第一个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民间借贷会有问题，而如今我们都变得更加谨慎了。”
即便如此，温州人对未来的态度普遍比危机前还要消极。对于范乐乐来说，他最担心的不是贷款，而是当下中国小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即劳动力成本增加和（因工业发展放缓导致的）市场需求下降。范的公司主要生产照明开关的金属丝，为了维持生计，范尝试着拓展新市场。他深知自己的产品质量在发达国家市场不具竞争力，因而将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无奈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又觉得产品价格过高了。在温州这座民营企业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像范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相对独立，自由包容，这是温州一向来给人的印象，不过这一形象在近些年开始出现动摇。近两年里，浙江省政府打击基督教信仰的力度乃前所未有，拆除了多座教堂，移除了上百个屋顶十字架，而拥有众多基督信徒的温州无疑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温州的一些教堂，信徒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同样紧张的气氛已蔓延至温州的商业领域，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央和省部级官员加大了对温州的监管力度，这看起来似乎合乎情理，但终究也反映出上级对温州态度的转变。 
不仅如此，温州人之间的信任也因金融危机而荡然无存。 温州市决咨委委员张小燕认为，金融危机造成的“精神破坏”远比物质损失要严重得多。她说：“从前向温州人借钱，他们连问都不问就借给你，连欠条都不用你打，就好像你们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如今，这样的信任不会再有了。”在发展现代经济的过程中，温州正尝试用契约和信用机制取代（基于信任的）民间借贷体系，如果改革成功的话，未来的温州将比从前更具活力，发展之路也将更加平稳。
